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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一罪中，收买行为侵犯妇女、儿童的个体法益，将妇女、儿童进行商品化，

更是对人类集体尊严的严重亵渎。近年来，在极端个案的牵动下，公众对犯罪分子的行为深感震惊与痛

心，学界、实务界对此罪法定刑配置的合理性讨论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法定刑调整的必

要性及调整幅度问题时不应忽视司法实务现状，拐卖与收买同为重罪，应适当提高本罪法定刑，但不宜

与拐卖犯罪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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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me of purchasing trafficked women and children, the act of purchasing infringes upon the 
individual legal interes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is 
a serious desecration of the collective dignity of humanity.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reme cases, the public has been deeply shocked and distressed by the actions of criminals.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have also held diverse discussions o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tatu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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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alty allocation for this crime, with no consensus reached. Whe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neces-
sity and extent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statutory penalt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 
should not be ignored. Trafficking and buying are both serious crimes. The statutory penalty of this 
crime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increased, but it should not be 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crime of traf-
fi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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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买便无卖，在当前社会中，拐卖行为和收买行为依然呈常伴、常发的态势。拐卖妇女、儿童罪与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作为当前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现行《刑法》)中的对向

犯，两罪采取分别立法的模式，法定刑设置亦不相同。此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如构成要件、罪与非罪的界

定等问题上，但随着典型个案不断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没有买卖就没有市场”的因果论将公众的

关注转移到收买者这一始作俑者一方，公众开始意识到“买方市场”才是此类犯罪滋生泛滥的最大诱因。

社会转型背景下，极端个案的出现使得民众严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诉求，其正当性得以彰显[1]。为

更好地对本罪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掌握，笔者将从本罪的历史沿革出发，梳理和追溯本罪的立法演变过程，

探究立法和司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呼应本文主张适当提高法定刑的合理性所在。 

2. 立法沿革与问题现状 

2.1. 立法沿革 

买卖人口的行为漠视了人这一自由意志体，将人赤裸裸比作一种商品，进行讨价还价，突破了道德

戒律和文明社会的底线伦理，违反自然法、宪法原则和实定法上的人身不可买卖的禁止规范，严重亵渎

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因此，买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可谓刑事可罚的不法行为，不仅各国国内法均将其规定

为严重侵犯人身犯罪，而且已经被国际刑法确认为各国均有管辖与追诉义务的重大国际犯罪[2]。为切实

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必须对拐卖与收买实施全链条精准打击，并审慎评估刑罚加重可能带来的适用标准

模糊、执法意愿降低等风险。同步完善人口异常流动预警体系和“一站式”救助平台等配套制度，确保

买卖人口犯罪处罚体系有效运转，筑牢权益保障防线[3]。 
近年来，拐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恶性案件一度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和聚焦，被拐者遭受

着长期的圈禁，甚至有部分被解救时发现已患上严重精神分裂症等。买卖人口犯罪根源久远，甚至跨国、

越境，在受陈旧的生育观念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下，纵然我国对该类犯罪的“打拐行动”

从未停止，但拐卖人口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其中最易受到此罪侵犯的对象多为妇女、儿童。 
公安部基于社会上频发的收买、拐卖等事件决定开展“打拐”专项行动，以解社会大众所恨所痛、

所呼所盼、所急所需。纵观我国立法进程，便可从历史的角度探寻立法者关于设立本罪的初衷与意图。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 79《刑法》)将第 141 条规定为“拐卖人口罪”，届时尚未明

确限制本罪的受害主体。为了能够有效打击犯罪，199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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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增设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其法定刑最高

为三年有期徒刑。现行《刑法》正式了取消“拐卖人口罪”，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为第二百四十条、收

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为第二百四十一条，可见基本上吸收了前述《决定》中规定的内容，收买罪的

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增加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换言之，即可以适用免除处罚。《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修改后为：“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按照被拐卖妇女

的意愿，不阻碍其返还原住地，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增强了对收买方的打击力度。 

2.2. 问题现状 

(1) 立法层面。本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从该条其他条款来看，在

实施收买行为时也实施了同种数罪、异种数罪，或存在构成了结果加重犯的情形，其处理依据却是按照

数罪并罚。而该条第 5 款是指实施了收买后又进行出卖的顺序行为，按照吸收犯的处罚原则，收买行为

被拐卖行为所吸收。囿于刑事立法上，对于那些先前实施的收买行为，而认定为本罪从重的量刑情节的

情形并未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对单纯的收买行为的评价丧失了其独立性，在定罪与量刑中也均未体现，

而是由司法人员进行自由裁量。 
(2) 司法层面。拐卖与收买虽当前是独立设罪，但对收买类犯罪，立法层面体现出来往往采取较为宽

缓处理的立场，司法实务的做法也促使这一立场的强化，从而造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存在处刑

过轻、惩治效果不彰的司法症结。有学者分析，在有 136 份的刑事不起诉决定书中，出罪的依据为现行

《刑法》中第 13 条的但书条款；而有超 568 份的有罪判决书中，对犯本罪的行为人多判处缓刑或免于刑

事处罚。由此，导致该罪名呈现了无罪率偏高，适用非实刑率也偏高的局面。由此可见，正如学者所述，

司法实务中关于这一罪名的定罪与量刑较为宽松，从宽处罚可谓适用刑事司法政策的主要倾向[4]。 
收买者多处于社会底层，所在地区相对贫困与闭塞，其为了传宗接代、维持生存而收买被拐卖来的

妇女，成为立法者设置本罪法定刑轻重的因素之一，但当前问题便在于若对此类犯罪一味地从宽处理是

否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如学者认为，对该罪名相关法律文件进行理解以及对政策性导向的分析时，也

不免与过往所固有的社会道德观念、民众的认知水平以及所处地区的经济水平有关[5]换言之，随着时代

的不断变迁，该罪适用从宽处理的合理性已荡然无存，收买者应当受到与其罪行相当的惩罚，在面对此

类犯罪行为时，应当明确从严打击的方向，提升刑法的威慑力。 

3. 保护法益问题的研讨 

厘定个罪的保护法益有助于指明各构成要件之间的涵摄范围，本节笔者在罗列并分析当前主流学说

的基础之上，提出个人观点并阐述合理性。 

3.1. 主流学说 

当前，无论实务界亦或者刑法学界，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的争论分歧较大，至今

尚未形成通说，以下为当前主流观点。 
(1) 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说。是指人身权利中的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6]。 
(2) 人格尊严说。是指作为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认为该罪不仅侵犯个人法益而且侵犯集体法益，

即使妇女同意也不影响定罪[2]。 
(3) 人格权说。有学者认为是非经济属性的人格权，人格权是宪法上人格尊严的法律具体化体现。从

个罪的保护法益出发，是否违背妇女意愿并不影响本罪成立[7]。 
(4) 人身自由与身体安全说。如有学者认为本罪的不法本质需要与非法拘禁类犯罪进行综合考量。经

过被拐者的“自愿”而对其实施拐卖、收买行为的，认定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阻却违法性，将相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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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定范围为危险犯或者预备犯[8]。也有学者认为，在本罪中，若将“按照被买妇女意愿，不阻碍其返

还原居住地”解读为恢复性功能的体现，据此可以推论，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则是包含妇女的人身自由

与身体安全在内[9]。 

3.2. 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皆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免存在理论偏差。其一，关于第一种观点即人身不受买

卖的权利说，其概念的性质具有主观性，在我国宪法以及民法规范中均无直接规定，未能有效发挥法益

论解释论机能。本罪与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犯罪、强奸犯罪，以及侵犯人身安全的故意伤害罪等，

均涉及被拐卖者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但最大的区别在于，这类犯罪并未将人当作商品一样买卖，故

笔者认为将人当作商品才是本质及核心区别；其二，关于人格说或人格尊严说的观点，其复杂性在于概

念范围较为宽泛、边界模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刑法教义学概念，混淆了个体法益与集体法益，错误理

解为包括人类全体以及人身不可买卖性的集体法益，与现行刑法将此界定侵犯个体法益的规定不符。其

三，关于人身自由与身体安全说，其不合理之处在于，本罪的行为通常系违背被拐卖妇女的自由意志，

其人身自由与人身安全必然受到侵犯。但单就妇女而言，若被拐卖来的妇女真实存在“自愿”的情形，

则有不宜认定犯罪之嫌，其因在于涉及被害人自陷风险或基于被害人承诺。 
因此，本文在赞同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可同时适用于收买和拐卖犯罪的保护法

益，但鉴于为了避免对两罪保护法益的理解存在交叉、两罪构成要件的边界不明晰，因此，以“不得被

当作商品对待的权利”确立为收买犯罪的核心保护法益更具适宜性。依据的合理性在于：其一，有利于

与传统的人身自由法益相区分，也可理解为存在一种既非从属或者包容关系，也不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拐卖或者收买犯罪，并非以被害者的人身自由受到实质侵害或威胁为必要条件，即看作强

制人身自由的危险犯或者侵害犯；其二，该权利具有一体两面性。既涉及具体个人的权利，也属于人作

为人的应有权利；其三，可从权利性、宪法性与独立性三个鲜明的特性体现出来，认为“不得被当作商

品对待的权利”这一观点是具有独立的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虽然，该项权利并没有在我国宪法中明

确予以规定，但可从我国宪法中推导得出，即第 38 条中的“人格尊严”所涵摄。 

4. 法定刑配置的问题研讨 

社会公众既有动用法律武器惩罚犯罪的善良呼吁，也有对充分保障人权的正义期盼。在谴责与呼吁

严惩拐卖者之余，相对“隐身”的收买者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收买者被视为此类犯罪交易链中不可缺

少的“需求终端”。本节内容笔者将从主流学说的争议对本罪法定刑配置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主张适当

提高本罪的法定刑，试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抽丝剥茧，摒弃错误认知，以期提出可行建议。 

4.1. 主流学说 

同样都呈现出对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法侵害，但二者的法定刑配置轻重悬殊相比较为明

显，严重违背最朴素的民众法感情，因此关于本罪法定刑配置的合理性问题引发学术界的热议，虽距离

此类事件已过讨论的热度，但问题如何处理仍未形成共识，故此厘清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定刑配置成

为必要的争议焦点。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各学者在此问题上已形成“拐买同刑论”、“维持现状论”两大

基本观点鼎立的格局。 
(1) “拐买同刑论”[10]。该说又分为“拐买同刑”以及“适当提高”。有学者主张提高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与拐卖罪的法定刑“拉平扯直”，才得以充分体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功能。或

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后续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几乎势必发生，而且迫在眉睫[11]。有学者认为，确立收

买妇女犯罪法定刑的核心法理是“买卖同罚”。买卖双方行为的不法程度与一般预防必要性等同，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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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一致。以“刚需”、期待可能性较低为由维持买卖刑罚悬殊、收买刑罚畸轻的局面，缺乏正当性[12]。
陈兴良教授则认为，与其讨论收买类犯罪的法定刑提高与否，更应当考虑合理降低拐卖妇女罪的法定最

低刑[13]。对此其他学者并不否认买卖同罚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但若将收买犯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死刑，

则不免会不当地扩大死刑罪名的适用圈，与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相违背，也与废除死刑的世界立法趋势

相偏离，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甚至导致罪刑失衡。因此提出为了严惩收买者，对该罪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的判断标准也应有所调整。建议在不大幅度改动现行立法框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立法适当提高收买

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8]。也有学者通过分析对向犯理论认为虽提高本罪法定刑存在必要性，适

当提高至五年有期徒刑较为合适，但尚无必要提高至同罪同刑的程度，认为这种做法很有“重刑主义”

的危险，可能会反向刺激犯罪人“破罐子破摔”而持续犯罪[14]。 
(2) “维持现状论”。与之不同，有学者反对该提高论的观点并提出“维持论”，认为贸然主张提高

该罪的法定刑，不免会增加大量的犯罪黑数，同时使得执法机关的执法效果不佳甚至下降。而是主张可

通过将该行为认定为后期严重犯罪的预备犯，适用数罪并罚制度以及司法适用过程中的问题，同样也可

以起到刑法规制的预期效果[15]。该学者还认为，在解读该条第 1 款时，不可孤立地将其与其他条款割裂

开来，而是要秉持体系化解释进行综合考量。具体而言，如在分析前两款时考虑其与强奸类犯罪之间的

关系，在分析第三款时，则考虑其与非法拘禁、伤害、侮辱等犯罪之间所构建起的非偶然的关联性，通

过后续条款中的重罪重刑，对前述多个犯罪行为适用数罪并罚，以此实现从严惩治、避免轻纵此罪的政

策性目标[16]。其他学者虽认可现有法定刑足以罚当其罪而无需调整，但在回应“买卖同罚”的观点时，

应当限定在同一个圈层进行比较。例如，在判断收买妇女罪法定刑的轻重，应当在侵害人身自由的犯罪

圈内比较，与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拐卖妇女罪等进行比较……若将其与购买鹦鹉进行比较，由于二者

罪质不同，实际上无法比较[17]。也有学者认为，在保持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现行法定刑不变的前提下，

应重点优化其司法适用：准确贯彻刑法体系精神、依法强化数罪并罚、探索引入刑事推定制度以降低证

明要求、严格规范缓刑适用、恰当运用同类解释规则。此举旨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有效激活刑罚机制，

精准打击犯罪，切实保障妇女权益[18]。收买行为固然具有法益侵害性，应当在立法上明确予以惩处。但

是，对于生活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闭塞的地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收买者的目的往往基于为了传宗

接代，或称为了维持其所期待的生存状态等理由实施犯罪行为。有学者则是提出中间方案，即跳出以上

“提高论”和“维持论”的观点，认为应当以激活收买类犯罪的数罪并罚制度[19]。 

4.2. 本文观点 

合理的法定刑配置是刑法科学立法的重要内涵，需要兼顾其现实性、可操作性以及前瞻性[20]。笔者

认为，法定刑配置不能任由立法者恣意为之，应当进行合理化的控制，优化法定刑配置需要兼顾犯罪预

防目的的实现，不能狭隘地认为，犯罪的一般预防与刑罚的轻重之间成正比，便轻易地提出提高刑罚幅

度。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于，必然会弱化民众对刑事惩罚效果的信赖，导致遇到相应情形时又不得不

再次提高刑罚。然而，讨论此类问题时，不能仅停留于道德评判或功利考量，简单化地讨论是否提高刑

罚；更需深入剖析“收买与拐卖侵害法益的异同及不法程度高低”“法定刑的配置逻辑与体系协调性”

“刑罚调整旨在实现何种核心法律价值”等根本性问题[21]。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树立认定收买罪

与拐卖罪同为重罪的意识，适当提升本罪的法定刑，但不宜与拐卖犯罪齐平。就司法层面而言，也有必

要妥善适用数罪并罚制度，因为在实践中收买行为的特殊性在于，多数收买者并不满足于收买后对被害

人的单纯“占有”，而是要通过“占有”去实施其他侵害[22]。因此本文建议将本罪的最高法定刑提升至

5 年有期徒刑。理由在于，首先，收买行为固然令人憎恨，但与拐卖妇女、儿童罪两罪的构成要件及其法

益侵害程度不同[13]，因此切勿陷入“买卖同罚”的误区，因为若将本罪的法定刑配置过重，反而会容易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7216


李晓雪 
 

 

DOI: 10.12677/ojls.2025.137216 1552 法学 
 

反向刺激犯罪分子因“破罐子破摔”而持续侵害被拐卖者；其次，数罪并罚在实际案件中适用少之又少，

根据有关学者结合司法裁判案件处理结果可知，在有 1026 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中，判处数罪并

罚的案件有 114 起。其中实施强奸行为的有 40 起，实施非法拘禁被拐卖者、强迫被拐卖者实施卖淫行为

的均有 24 起，其他有组织卖淫行为、诈骗行为、触犯重婚罪等分别为 15 起、9 起和 2 起[23]；最后，本

罪的案发时间跨度较长，原本五年的追诉时效将导致司法机关无法追究收买者的刑事责任，因此提高法

定刑也可得以破解本罪追诉时效的困境。 

5. 结语 

正如英国法理学家边沁所述：“刑罚的确定性越小，其严厉性就应该越大；然而，当犯罪获得的利

益足够大且实际被处罚的概率足够小的时候，再严厉的刑罚对其而言都很难有威慑力。”[24]刑法作为维

系社会公共秩序稳定的最后手段，必然存在谦抑性、局限性。若单纯地认为只要提高某一个罪的法定刑，

就能完全地、彻底地解决此类犯罪现状的想法，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如前所述，刑法是维系

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不能因此碌碌无为而要有所作为[25]。因此笔者认为，为了彻底根除犯罪所

产生的罪恶，从而修复被拐卖妇女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创伤，但这并非赞同“买卖同罚”，一味地从重从

严打击并不能妥善地解决现状，泛泛的重刑之论固然缺乏合理性。“维持论”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和消

除本罪现存的立法缺陷与司法困境，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从而尽最大可能地保障被拐

卖者的合法权益。应当认识到将人当做商品进行买卖，将其人格尊严物化为可进行交易的标的，不仅违

背伦理的底线，也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衡，无疑也会成为助长拐卖、收买等犯罪行为肆意滋生的

温床。如学者所述，如果实质的正义难以付诸实现，那么我们不能再缺失程序的正义，因为正义的程序

是悲悯的情怀，是善良的秩序，是救赎的力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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